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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与中国妇女现代启蒙

赵彦乔

摘　要：在传教需要、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从１８９０年代初至１９３０年代末，在华

新教传教士发起了一场旨在启蒙中国女性的西方文学译介活动。传教士以文学为载体，从社会责任、自我意

识、婚姻家庭等多方面对中国女性进行现代思想的启蒙，促使她们思考自己的处境和角色。启蒙文学译介调

和了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性主张，在基督教的精神坐标系下引入了与中国封建传统迥异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

妇女现代启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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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教在国内惯称基督教，１８０７年入华。在新教的传教史上，文化传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教通过创办众多出版机构和发行大量书报杂志，企图以文字为载体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信
仰。这是它与同时期天主教在传教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在新教出版物中，最受中国人关注的是译自
西方的史地、科技、工程和法政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凝聚了传教士期盼中国人由认可
西方文化进而接受西方宗教的苦心。这些科技类西书广为人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普遍得
到承认。不过，此类西书的目标读者是中国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是活动在中国社会前台的
男性。新教会历来重视面向女性的传教工作，也翻译出版过不少面向女性的文学作品，除了基督教
文学 （狭义），也包含相当一部分以启蒙现代思想观念为目的的一般性文学。只是当时女性尚且处
于中国社会的边缘，这些女性文学就更难引起社会的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沉寂在历史的角落里。在
寥寥无几的相关研究中，《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在论及儿童文学时，提到了小说译作 《小公主》，
引述了出版机构广学会对该书的评价 “是一本鼓励女子进取的小说，是青年女子不可不读的
书”［１］（Ｐ１８３）。《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介绍了两部传教士翻译的女性小说 《四姊妹》和
《乱世女豪》。《四姊妹》被认为 “有助于指导青少年女性建立积极健康的女性形象”［２］（Ｐ３２３）。《乱世
女豪》的译者在译序中称：“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们中国女同胞的道德及强壮，故命二三女弟
子共将此书译出，贡献全中国各界青年妇女”［３］（Ｐ２）。以上是在儿童文学的框架内对女性文学译著所
做的宝贵研究。上述译著尽管客观上可能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但并不以文学为鹄的。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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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翻译动机、预设读者和作品内容来看，从中国女性启蒙的角度来审视上述翻译文学，符合历
史事实，因此可以称之为女性启蒙文学。
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兴起于１８９０年代初，自此蓬勃发展，直至１９３０年代后期日本侵华破

坏传教活动才开始走下坡路，到１９４０年代仅有零星旧作再版。译者多是熟悉中国女性的女传教士。
目标读者非常明确，“妇女可读”、“妇孺适用书目”等都是在广学会的新书介绍中常见的提示语。
中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集兼而有之。题材从女子成长到婚姻家庭，无不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原作
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并在西方风靡一时。１９世纪后期、２０世纪初期英美主要的女性作家，像路
易莎·梅·奥尔科特 （Ｌｏｕｉｓａ　Ｍａｙ　Ａｌｃｏｔｔ）、苏珊·沃纳 （Ｓｕｓａｎ　Ｗａｒｎｅｒ）、乔治·艾略特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ｌｉｏｔ）、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　Ｂｕｒｎｅｔｔ）等都有多部小说被传教士译成汉
语出版。翻译的目的，译者常在译序中特意申明，概括而言，即通过译介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力争
破旧立新、启发中国女性向现代转型。因此，传教士们以导师自居的意味非常明显。而这些承载西
方文化的文学作品，也的确在中国女性读者面前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世界，奇异而新
鲜；作品中渗透的现代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浸染在封建传统中的中国女性读者来说，也无疑具有
一定的启蒙意义。本文从中国女性启蒙的角度探究传教士女性文学译介，探讨其成因及中西文化因
子的交织互动，分析译介在中国妇女向现代转型中的意义及其主要局限性。

二、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的兴起

为什么传教士不传教，却转去翻译女性启蒙文学呢？这貌似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其实仍然隐
藏着宗教之根。

（一）启蒙是扫除传教障碍的必要手段
传教士非常重视对中国女性的传教工作。多年的传教经历使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男性固执自

负、冥顽不化，而女性却随和温顺、更易感化。他们认为，加强对中国人中 “更温和的一半”的宣
教工作，会使传教事业更易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传教士透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看到了女性
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传教士观察到，在中国的家庭里，与父亲相比，慈爱细心的
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参与更多、影响更大，母亲的思想、言行潜移默化地塑造子女。男孩子长大成人
后直接参与国家的发展，女孩子结婚生子、成为母亲，母亲对她们的教养由此被传承到下一代的教
养上。这样，代代更替，代代人都受到女性的影响，女性就这样 “微妙而不可抗拒地”对社会发展
和宗教信仰发生作用［４］（Ｐ１１５）。如果能使中国的女性归信上帝，实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
事。基于此乐观估计，传教士们甚至经常喊出类似 “把中国的母亲和女儿交给我们，中国必很快奉
予基督”的豪言壮语［５］（Ｐ１５０）。可见面向中国女性的传教工作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分量。
然而，传教士很快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对女性的束缚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思想封闭愚

昧，构成了向她们传教最大的障碍。很早就不断有人抱怨，中国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严重妨碍了他
们正常的传教工作。男女同教堂做礼拜导致流言四起，使女信徒或慕道者非常难堪，也有很多人因
此不敢再去教堂［６］（Ｐ１４３）［７］（Ｐ１６６）。这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最终惊动了晚清统治者，为了维
护男女大防，晚清统治者在１８７１年向外国驻华使节发布了关于清政府将严管传教活动的公告，其
中明令禁止中国妇女参加基督教活动。统治者的干预一度在传教士中间引起恐慌，在传教士内部最
大的交流平台 《教务杂志》上讨论禁令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出现，仅第四卷就连续刊登了五篇，担忧
和警惕溢于言表。中国旧式婚姻制度也被视为传教的麻烦制造者。传教士认为，早婚使女孩子早早
就挑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重担，很多人从此中断了与教会的联系，教会因而损失了很多信众或
潜在信众。包办婚姻逼迫女教徒嫁给非教徒，这本身就违背基督教的原则，而婚后丈夫禁止她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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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基督教礼拜活动也是常有的事［８］。女性从小就处在封建纲常伦理的捆束下，习惯于顺从和忍耐，
很少抗争。此外，封闭和排外心理使传教士很难走近她们，也令传教士头疼。有传教士列举了在中
国妇女中传教的四个困难：（１）结识并赢得她们的好感；（２）她们对近教所招致的世俗嘲讽的恐
惧；（３）旧习俗，包括早婚、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和裹脚的陋习；（４）为她们找工作［８］。这种种的
传教困难被传教士归结到一个总的根子，就是中国女性头脑蒙昧不开［９］。因此，传教士坚信女性启
蒙工作会极大地助益传教事业： “只要女性得到了启蒙，基督就会赢得世界，基督的目标就会实
现”［１０］（Ｐ３９６）。这样，女性启蒙就成了扫除传教障碍的必要手段，与传教事业成败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对启蒙必要性的认识并未能结出启蒙文学的果实，但启蒙呼声广泛而持续，却为

１８９１年以后广学会集中翻译出版女性启蒙文学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二）广学会和李提摩太力主现代思想文化启蒙
女性启蒙文学活动真正兴起是从１８９１年李提摩太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出任广学会总干事开始

的。教会的女性启蒙文学译作中，广学会出版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与广学会的宗旨和李提摩太个人
对启蒙工作的认识和领导直接相关。
广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８８７年的同文会，英文名称是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意为 “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协
会”，１９０５年改称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中文名称于１８９４年改为 “广学会”，
意为 “广西方之学于中国”。广学会虽一度更名，但成立之初同文会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宗旨
却被延续下来，这是它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够成为教会西学传播主力机构的基础，也是它
能够成为女性启蒙文学发行主力机构的基础。
同文会成立的头几年里，由于人力、经费困难，设计管理尚不完善，并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出

版传播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对广学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人物李提摩太登场了。李提摩
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１８７０年入华，１８９１年开始出任广学会总干事，全面负责广学会的工作，
任职时间长达２５年，他的个人思想和行为深深影响了广学会的出版事业，也为女性启蒙文学翻译
出版被纳入广学会甚至其他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设想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李提摩太坚信启蒙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将一部分女性纳入重点启蒙对象的范

围。李提摩太的启蒙工作思路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启蒙不仅是传教的手段，启蒙知识本身就构成
传教的目的之一。在１９００年纽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上，李提摩太应邀以广学会总干事的身份
做了题为 “基督教文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力陈启蒙知识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增进了人类的福
祉，启蒙知识本身就是上帝的福音，是基督教文献传播的对象［１１］。关于基督教文献的范围，他的
观点是：既然圣经记述了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所造，那么关于宇宙万物的一切知识都是基督教的知
识，没有所谓的世俗知识和基督教知识之分。“宇宙力量的运行方式，支配自然和人类进步的规律，
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大量地揭示给我们，使我们极大地拓展了对地球的主宰范围。把这些知识称作
‘世俗的’或 ‘非宗教的’是与圣经不符的。这甚至是对上帝的亵渎和最卑鄙的忘恩负义。因此，
我们必须在基督教文献中详尽地解释有关上帝所造万物的一切具有启蒙性质的发现。”［１１］（Ｐ５９８） “基督
教文献的范围应该与人类的需要相等同。”［１１］（Ｐ５９８）李提摩太为传播启蒙知识找到了基督教思想依据。
不过，李提摩太也认可启蒙知识在传教过程中的工具性作用。他在报告中谈到：“不论是在野

蛮还是文明的国家，在所有成功的传教工作中，圣经都需要其它书籍来做补充。为了赢得非基督教
国家精英们的关注和敬意，我们必须把我们最有才智的人所取得的最高的成就提供给他们。我们必
须为未启蒙国家的思想领袖们提供我们为自己的子女所提供的那种教育，稍有减损就不是基督教文
献所应当涵盖的足够范围”［１１］（Ｐ５９８）。不论是在传教的手段还是目的的维度上，李提摩太都坚持认为，
“帮助中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１２］（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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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的个人思想非常契合广学会同时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出版宗旨。同时，李提摩太
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这使得他的启蒙工作思想得以落实到行动上。他的启蒙工作目标性非常强。
他精心挑选了对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４４　０３６人作为重点启蒙对象，部分官员和文人家庭的妇女
被明确列入其中，妇女与儿童合计约４　０００人［１３］（Ｐ４３９）。他到广学会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就是
为这部分人制定的启蒙工作计划。这里摘录第二、三、四条内容［１２］（Ｐ２０４）：

（２）发行丛书和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
步所具有的意义；

（３）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
文；

（４）呼吁、鼓励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
等；
李提摩太对启蒙工作的极力推崇和女性被纳入文字启蒙对象是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得以发生

的重要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李提摩太将教会长期忽视的现代思想文化传播视为启蒙工作的重要内容。众所

周知，传教士１９世纪出版的西学书目以声光电化等科技方面的内容为主，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书
籍不多。李提摩太认为这样的启蒙出版状况存在严重缺陷，现代思想和文化本该是启蒙工作的重要
内容，在实际工作中却被严重忽略。“如果我们拿起一本在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文献目录，看到现代
思想和生活方面的重要主题是何等地匮乏，涉及的那一小部分处理得又是何等地粗劣，而全职从事
文字工作的传教士仅有千分之五，我们会不禁为出版业的价值被严重忽视而羞愧难当。”［１１］（Ｐ５９９）为加
强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工作，李提摩太亲力亲为，经他亲自编撰或翻译的书籍很多，如 《泰西
新史揽要》、《中西四大政》、《新政策》、《列国变通兴盛记》、《大同学》、《时事新论》、《西铎》等。
他还翻译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的社会乌托邦小说 《回顾》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２０００—１８８７），曾先后以 “回头看记略”、“回头看”和 “百年一觉”的中文书名多次再
版，小说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描绘对康梁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本人更关心社会
历史发展的宏大主题，但也亲自为女性启蒙撰写过 《世界女族进化小史》。文学是思想文化的良好
载体，并与女性感性的特点非常契合。在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大力推进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背景
下，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的发生顺理成章。
李提摩太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思想对广学会影响深远，继任者季理斐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承其思路，也同样重视女性启蒙工作［１４］。因此，女性启蒙文学翻译出版活动在李提
摩太卸任后得以延续。
毫无疑问，李提摩太对广学会的启蒙文学翻译活动起到了最直接、最关键的作用，但是，其个

人行为却以弥漫于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自由派神学氛围为土壤。自由派神学为了阻止基督教被
文明的发展一步步攻城掠地，力图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建构与阐释基督教，使基督教与现代
性、与科学和解。自由派神学的本质，是在基督教的思想架构里，完全承认现代性的主张。李提摩
太的启蒙工作思想，并非从天而降。

（三）社会福音运动带来了大量愿意从事女性启蒙文学翻译的女传教士
社会福音运动关心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的思想使大批传教士志愿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另一方

面，它将大批女传教士送到中国，成为翻译和撰写女性启蒙文学的直接力量。

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初期席卷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是与追求个人灵魂得救的福音相对的神
学思潮和运动，主张基督徒不能只关心个人的救赎，更要关心社会改造，真正的基督徒担负着满足
大众在教育、健康、改善生活条件等方面需求的社会责任。社会福音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美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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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会神学家饶申布什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ａｕｓｃｈｅｎｂｕｓｃｈ）甚至提出：爱同伴、为同伴服务就是爱上帝、为上
帝服务［１５］（Ｐ３１３）。社会福音运动在美国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它的影响下，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各
新教教会中出现了社会改良运动，各地都有很多教会志愿者投身到多种多样的社会慈善事业中，社
会福音从思潮上升到实践。基督教青年会是社会福音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它以德、
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展开了教育、体育、文娱等多项社会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大力推动的 “学
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将大批美国青年学生连同社会福音一起送到了中国。在１８８６年到１９３６年
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送到海外传教的美国学生共计１万３千人，占到了美国所有海外传
教士人数的一半［１６］（Ｐ５７）。在中国，从１９００年开始，美国传教士人数就超过英国跃居欧美各国之首。

１９２０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６　６３６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３　３０５人，占了半数，这３千多人中女性
有２　１０４人，占总数的２／３［１７］（Ｐ７１１）。女性读物最高产的译者、中国第一份由书局出版的妇女杂志
《女铎》的创办人———美国美以美会女传教士亮乐月 （Ｌａｕｒａ　Ｍ．Ｗｈｉｔｅ），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入华
的，时间是１８８７年，时年二十岁。这些学生传教士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较高的文化和综合素质，
深受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传播，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入华后从事的是能发挥所
长的教育和文字工作。实际上，到１９１１年，在华美国传教士足有半数不再传教［１８］（Ｐ１７－１８）。
中国女性教育落后，大量女传教士本着 “妇女工作为妇女”的宗旨，投身到教会女校的教学和

女性读物的编译工作中，甚至出现一些以亮乐月为代表的一度专事女性读物编译的文字工作者。因
此，女性启蒙读物基本都是女传教士翻译的。她们既教女性读书识字，讲授一般的科学知识，也通
过提供专门的女性读物来传授现代思想和文化；后者的实现途径既包括面向社会发行女性读物，也
包括在教会学校设置阅读课程或布置特定的阅读任务。美以美会开办的镇江女塾的课程章程显示，
学生从第二学年直至第十二学年毕业都开设阅读课，其中二到六年级以小说和故事书为主要读物，
二年级是各类地理风俗、训儿真言故事书，三到六年级的书目为：《亨利实录》、《蒙学浅说》、《安
乐家》、《泰西通俗演义》、 《天路历程》、 《女训喻说》、 《郭娜喜传》［１３］（Ｐ２３１）。其中， 《蒙学浅说》、
《泰西通俗演义》和 《女训喻说》等都具有启蒙的思想内容。
此外，１９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学中家庭小说的兴盛，刚好为稍后时期在华传教士翻译女性启蒙

文学提供了很好的书目来源。在西方世界曾盛极一时的 《广大的世界》、《小勋爵》、《小妇人》、《秘
密花园》等女性小说，都在这一时期被传教士译为中文出版。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本身就充满了进步
理念，译文也相当忠实流畅，有的特为中国女性做了改动，增强了原作的教育和启蒙色彩。这样，
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在传教需要、广学会倡导和社会福音运动刺激的共同影响下，适逢
西方女性文学兴盛的良好契机，在１８９１年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繁盛期。

三、“为你自己思考”———启蒙文学之思想与译作示例

启蒙主义思想家康德在脍炙人口的 《何谓启蒙主义？》一文中，以呼吁的口气说出 “Ｓａｐｅｒｅ
Ａｕｄｅ！”，即 “为你自己思考！”，道出了启蒙主义的宗旨。传教士翻译女性启蒙文学的要义，即在
多方面启迪中国女性用现代观念思考个人的处境和角色。

（一）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为女子划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社会是男人的舞台，女子干预外界事务便是

不守妇道。为了唤起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传教士亮乐月会同中国弟子一起翻译了英国女作家乔治
·艾略特的小说 《罗慕拉》（Ｒｏｍｏｌａ），１９１７年由广学会以 “乱世文豪”的中文名出版。这部小说
以１５世纪末佛罗伦萨城邦的社会动荡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一个普通女子罗慕拉在个人磨难和社会
生活的洗礼中获得责任和伦理意识的过程。虽为历史小说，并不以历史叙事为重点，主题是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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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道德伦理。罗慕拉在道德成长中不仅更透彻地理解了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而且意识到了个人
与社会的道德联系，获得了社会责任感，从婚姻家庭的小圈子里脱胎为一个成熟的公民。小说在英
国面世后有这样的评论：“《罗慕拉》主要关注的是道德责任和权利的观念，这是非常现代的产物，
更适合放在现代的场景中”［１９］（Ｐ１３７）。传教士认为小说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道德伦理非常适合内忧外患
的中国社会，尤其可帮助中国妇女超越家庭、担当社会责任。亮乐月在译序中这样写道：

……书中情节，正合此时中国社会现状。……不但如此，中国最大危险，就是许多青
年新人物，虽受过很多的教育，各抱莫大志愿，然往往不肯牺牲一己，为国家谋公益，反
要牺牲国家，为个人得权利。此种人与书中的梅提多又很相同。所以这提多结果，应当给
一般青年人做一面镜子，并使他们见了提多妻子罗麦娜，知道一国的女子，若都有道德，
都是强壮的，其国家必不致演出衰败及将要灭亡的景象。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们中国
女同胞的道德及强壮，故命二三女弟子共将此书译出，贡献全中国各界青年妇女。所望诸
位读了以后，能够仿效这罗麦娜为人，如此，就可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对我们的社
会、对我们的上帝了［３］（Ｐ２－３）。
由于译者的初衷在于培养社会道德责任意识，译作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历史叙事，篇幅大幅压

缩，但展现对道德和责任的思考的关键情节，如女主人公曲折痛苦的个人和社会经历、重获新的道
德意识的过程及顿悟后投身社会救助活动的情节，在译作中都基本保留，体现了译作的现实指向
性。译作题目也从主人公的名字改成了 “乱世女豪”，愿中华女子群起效仿、为国献身的意味呼之
欲出。与原著 《罗慕拉》相比，为中国女性量体裁衣的 《乱世女豪》，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所降
低，却更能胜任传教士赋予它的启蒙任务。

（二）女性的自我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在新文化运动 “发现妇女”之前，女子教

育从未超越 “三从四德”，目的是培养男权社会的柔顺的奴婢。传教士深谙中国的女子教育传统。
他们曾把 《女儿经》、《女四书》等几部封建社会的女教经典译成英语刊登在 《教务杂志》上供交流
学习之用［２０］［２１］。被后世视为 “美国汉学之父”的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在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女教用书后指出，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女性教育史上，塑造恭顺的贤妻良
母的目的和内容保持了一贯性［２２］。及至新文化运动之后，视女性为独立的 “人”的意识和教育在
中国社会上上下下仍然严重缺失，女性自身也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因此，唤起女性自我意识被纳
入了传教士的启蒙体系。

１９１４年，亮乐月与中国助手周澈朗翻译的小说 《小公主》出版，译自伯内特的同名作品。讲
述了一个富家女孩撒拉在家道败落沦为孤儿后备受寄宿学校虐待，但她坚信自己具有高贵的价值，
不妥协、不自弃，最终苦尽甘来的故事。为了凸显女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女主人公被强
行剥离了家庭关系。她怀着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坚定信念，百折不屈、顽强进取，最终战胜了困
境。译文采用中国传统章回体的形式，第一回中评论说：

（撒拉若不是）能够十分忍耐受苦，又立一巴高望上的志向，恐怕他早已忧闷死了。
……幸亏他的性情能够随着他的境遇改换，又能立一个大大的志向，不甘心久居人下，自
起初到末了坚固不改。所以苦尽甘来的效果，他能收着。这真可以做贫穷人家小孩子的榜
样。我试把这女孩子的历史仔细译出，请诸位学童上课之后无事时瞧瞧［２３］（Ｐ１－２）。
自尊自强和进取的精神在这个早熟的女孩子身上得到了张扬。在封建伦理纲常主导女子教育的

社会环境下，肯定和宣扬女子的个体价值、尊严和进取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译作虽然被
压缩到两万字，却仍然具有文化价值。
女性自我意识的典范是 《四姊妹》中的菊儿。《四姊妹》译自奥尔科特的名著 《小妇人》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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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监理会女传教士贝厚德 （Ｍａｒｔｈａ　Ｅ．Ｐｙｌｅ）和她的中国助手沈骏英翻译，１９２５年广学会出
版。从现有文献来看，这很可能是 《小妇人》在中国最早的译本。 《四姊妹》以少女成长为主题。
主人公菊儿完全是传统理想女性的反面：讨厌淑女的装束和举止，喜欢疯跑、骑马，希望能上前线
打仗；讨厌针线活，酷爱读书、写作。她不认可嫁作人妇相夫教子是女子的必然命运，决意活出独
特的人生：读书，写作，成为大文豪，实现自食其力和自我价值。菊儿否定了女子必须依附男性生
存的人生路径，为了理想和快乐宁愿选择独身。她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意识和追求，正是启蒙的意图
所在。

（三）婚恋原则和准备
在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对女子如何恋爱和择偶的指

导。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在知识青年中婚姻自主风气渐开，但即便是一少部分力争婚姻自由
的新女性，也都缺乏必要的婚恋启蒙，不得不 “自学成才”，很多人除了有个 “婚姻自由”的笼统
观念，在具体婚恋行为上相当盲目。中国现代女作家庐隐１９２０年代初信奉 “只要我们有爱情，你
有妻子也不要紧”［２４］（１３５），坚持与有妇之夫郭梦良恋爱结婚，就是例证。
婚恋是女性成长中的重要课题。传教士一手反对包办婚姻，一手着手进行合理的婚恋启蒙。《四

姊妹》引入的西方婚恋观念，既否定了中国旧式婚姻制度，又为现代婚恋行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指导
和示范。首先，婚姻自主。马夫人鼓励女儿们自己睁开慧眼，去挑选终身伴侣，她只在必要的时候加
以适当的引导。其次，反对早婚，提出男女都要心智成熟才可结婚。马夫人并不看好富有也正派的好
邻居洛立，就是因他 “太年轻，没有一定主见，不很靠得住”［２５］（Ｐ２８４）。她自己的女儿也至少要长到二
十岁才能结婚。第三，要为婚姻做必要的准备，包括经济能力和理家能力。美格的未婚夫必须先谋得
一份足够养家的职业，而美格必须在结婚前学会打理家务的技能。第四，正确理解个人品质、金钱、
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就这个问题马夫人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这里只能摘录点滴。

（夫人：）“……一个女子能为一个品学兼优的男子所爱，实是最大的幸福。……不愿
意你们效俗人的意见，不重爱情，专以金钱为鹄的。……金钱果然是一种重要的需用品，
能使用得法时，金钱更是一种难得而可贵的东西，然而我决不愿意你们视金钱为人生唯一
的目的。与其让你们嫁作皇后而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情愿让你们做一个爱情浓厚、
愉快而满意的贫人之妻。”
美格叹息道：“倍而说的，贫家女子若不极力向前，就没有机会了。”
菊儿毅然道：“然则我们不妨就以处女终老。”
夫人道： “菊儿这话很确当。与其做不幸的妻子，反不如终身独处，无忧无虑。

……”［２５］（Ｐ１４４－１４５）

这些睿智的见解即使放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对当时正试图从包办婚姻的牢笼中懵懵
懂懂走出来的大多数中国女读者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弥足珍贵的婚恋启蒙。

《竹马天真》则触及了少年男女交往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纯真少年，少年的
母亲认为：“这种小儿女的爱情，并没有害处”［２６］（Ｐ２９）。村里的少年男女情窦初开，父母们看在眼
里，大多是这样思量的：

让他们这样光明正大的交际，仗着学识的陶融，父母师长的指示和教导，比较似乎妥
当些。这人生的大问题，他们迟早总是要研究的。那些父母们到了这地步，也只能这样想
着，承认这也是激励孩童们上学的好方法，能去除许多男女孩童的懒病。他们默默观察那
浓艳的友谊，发芽，开花，而至于不知不觉地萎谢，不禁感触到自己少年的情事［２６］（Ｐ８９）。
有个别母亲不这么想，则被指 “多虑”。母亲们在 “家庭改良会”上谈起此事，一致认为 “这

种交际实在没什么妨碍”［２６］（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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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味的是译者通过改写插入了一段原著没有的议论：
读本书的诸君，请不要怪我爱描述这种情形。这并非是安乐村的特点，现在全世界差

不多没有一处不是这样。这书里所说的既是关系近世男女孩童的事迹，那 （哪）里能把他
们看做拘谨守礼的古人，而不准谈及这社交公开的问题呢［２６］（Ｐ９０）？
这段改写，使译者化解两性隔阂、开导现代两性关系的方式，由委婉的小说叙事转变为近乎直

接的劝说，文化介入的意图相当明确。
（四）现代母亲教育
母亲教育是指对母亲进行教育，是为帮助女性担当母亲角色对女性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教育和

女性自我教育的统一。这里的 “母亲”是广义的，是对已为人母和将来要为人母的女性的统
称［２７］（Ｐ１９７）。
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缺乏母亲教育，不过，传统母亲教育是封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是教女子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养儿女，而且男儿是教养的重点对象，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母亲，都是
由于成功地培养了出色的儿子。母亲要悉心教导男儿学习诗书礼义、求取功名仕途，教他忠君报
国，对女儿则只教她谨守妇道即可。《女论语》之 《训男女》篇言：“男人书堂，请延师傅。习学礼
义，吟诗作赋，尊敬师儒，束修酒脯。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稍有不从，当
加叱怒。”
传教士文学的启蒙意义在于，它传播具有人文精神的母亲教育，把人的发展本身作为教育的目

的。前文提到，传教士非常看重母亲对一个民族未来的杠杆性影响。因此，传播现代教育理念，提
升中国母亲的素质，成为启蒙文学翻译的重要内容。清朝覆亡后，传教士认为，“在旧礼教破坏之
后，新礼教未建立之先，对父母将何以为蒙养准绳，是今日新中国儿童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问
题”［２８］（Ｐ８）。１９１６年广学会出版西方儿童教育故事书 《蒙养准绳》，试图 “用小说的体裁回答这一个
问题”，广学会称该书 “作小说看可，作儿童教育看亦无不可”［２８］（Ｐ８）。该著是传教士对中国母亲教
育的直接介入。
传教士承认女童发展的权利，引入了 “男女平等”的观念，这是相对中国母亲教育最显而易见

的进步。他们通过多部译作，塑造了一组生动感人的 “女儿的母亲”形象，例如 《竹马天真》中的
潘夫人、《四姊妹》中的马夫人等。这些西方母亲珍爱女儿，送女儿进学校读书，在女孩的教育上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传教士母亲教育的另一个进步，是告诉母亲们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成熟健全的 “人”，而非追逐

中国传统的功名利禄 （对男子），或打造贤妻良母 （对女儿）。小说 《小英雄》，虽讲述一个贵族少
年的故事，用意却在教育中国的母亲，传教士盛赞其 “诚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好故事书”［２９］。少年的
母亲把儿子的品性培养置于一切功利性目的之上，在她眼里，连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学问都是次要
的。对女儿的教育同样以育 “人”为本，与中国培养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取向区别更大。《四姊妹》
中马夫人的教育目标是：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受高深的教育，举止高尚，性情和善；为人所恭敬，
所爱慕，所崇拜；使你们的青年时代，充满着愉快和光明；睁开慧眼，去挑选你们的终身伴侣；为
人处世，总要能有益于人而问心无愧……”［２５］（Ｐ１４４）。马夫人在自立、社交、家庭和社会责任等诸多
人生问题上都给予女儿理性的引导，为教养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此外，译作中的母亲们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而采取的曲折委婉、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对缺乏

现代儿童观照的中国传统 “训教式”家庭教育，也颇具启示意义。
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传教士翻译语境的文化因素是丰富而复杂的。在此

只能刻画其中的几个面向，更多的启蒙思想及译作，如反映现代儿童观的 《荷兰的双生子》，融入
了现代保健理念的 《赫德的故事》、《秘园》等，无法一一记述。然而，以上示例足以展示，不论事

—２５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涉哪种具体的启蒙思想，这些译书都承载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它
们为封闭的中国女性打开了一扇窗，使之窥见世界的多样性、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激发她们对人生
的思考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即在 “睁眼看世界”以后 “为你自己思考”。这是传教士启蒙文学翻译
共同的、也是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四、启蒙文学译著对中国妇女现代启蒙的意义及局限性

（一）对中国妇女现代启蒙的意义
熊月之在其巨著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了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研究领域的一个共性问

题：对西学东渐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１３］（Ｐ５）。与西学东渐的其他课题相比，由于女性和基督教
在中国社会的处境都更加独特和边缘，关于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之于中国妇女史的影响，留存
下来的直接文献资料更加匮乏，因此其研究难度更大，也更加薄弱。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历
史资料的内在联系中，间接考证当年的这场翻译活动对中国女性觉醒和向现代转型的影响。
译著的用途、使用范围和教会学校人口统计为后人提供了间接考证的第一条路径。首先有可靠

的资料将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作的流通范围指向了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女学生。
《小公主》的封面注有 “学堂小说”四字，而第一回的标题即 “译西事注重女界，演大意警告

学童”。译者亦写道：“我试把这女孩子的历史仔细译出，请诸位学童上课之后无事时瞧瞧”［２３］（Ｐ２）。
据此推测，该著翻译的初衷就是为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提供课外读物。
一套１９２４年版的 《竹马天真》，封面上盖有中、英文两个章，章上的文字分别是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和 “华西大学护校委员会清点讫１９５１”。前者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即由英、美、加三国教会１９０５年联合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华西协和大学，１９５１
年收归中国政府后更名为 “华西大学”。也就是说，这本译著曾经是这所教会大学的图书馆藏书，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可借阅之列，并且理论上它的借阅主体的学科背景非常广泛 （截至１９１７年，
华西协和大学就已经建立起涵盖文、理、医、教育学等领域的１７个系），且不限于女生。

《四姊妹》的美国译者贝厚德先后任苏州景海女塾、上海中西女塾的校长。广学会图书目录中
称，“（该书的）英文本有很多的中学，尤其是女中，采为课本。本书的译文，流畅忠实。设读者与
原文对照，则更有助益矣”［３０］（Ｐ１１）。译本的中文目录之前附有英文目录。学者宋莉华认为，译本很
可能曾经在景海女塾和中西女塾被用作女学生的课外读物以及学习英语的汉英对照教材。这个推断
是非常有道理的［２］（Ｐ３１５）。另一方面，译本初版于１９２５年，但１９３０年版明确标注了 “第三版”字样。
仅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就再版了三次之多。事实上，晚至１９４８年该译著还曾再版 （中间时段的再版
信息不详）。由此，笔者认为，这部译著的流通和影响范围远不限于译者任校长的两所女学。从情
理上来推断，教会动用很大的人力财力来翻译出版这样一部三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也一定预设了更
广的目标读者群，译著很可能在其他的教会学校和教外人群中都有流通。
教会实施的是自足的教育事业，教材自己编写，培养方式也自主决定。而当时可发挥现代教育

功用的女性读物少之又少，教会翻译出版的新式书籍通过课堂或者课外阅读进入学生的培养体系，
合情合理，也很合时宜。
教会学校女学生的规模是多少呢？１９１０—１９１２年，在各类教会学校就读的女学生总计６０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人，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非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总计１４０　０００人［３１］（Ｐ３４）（Ｐ３５）（Ｐ８４ｆｆ）；１９２４年，在教会大学
就读的女学生总计４５１人，１９２２年全国非教会大学的女学生总数为８８７人［３２］（Ｐ３）。在以上两组不同
时期的数据中，教会女学生在全国女学生人数中的比例都高达三分之一上下。这个比例在整个民国
时期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男女通招的学校中，教会学校女生的比例远高于非教会学校。１９２２

—３５１—

赵彦乔：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与中国妇女现代启蒙



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女学生在学生总人数中的占比，教会大学是１２％，而非教会大学仅为

２．５４％［３２］（Ｐ３）；到抗战前夕，新教兴办的中学和大学中女生比例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３３］（Ｐ２１３）（Ｐ２１５）。
由此看来，在接受新式教育的那一小部分中国女性中，在学校就可接触到传教士启蒙文学译作影响
的人比例还是很高的；在中国女界内部，正是这一小部分新女性引领了整个中国妇女界的变革。海
外学者Ｒｙａｎ　Ｄｕｎｃｈ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妇女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比目前所认识到的更加重要、更
加复杂［３４］。上述论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然而，传教士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教会学校。译书同时面向社会出售，教会也通过向教外人

员或机构赠书的方式扩大书籍的流通面。例如，之江大学校长和筹建者之一费佩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ｅｒｒｉｓ
Ｆｉｔｃｈ）与中国助手合译的西方名人小传集 《使我们丰富的贫人》，１９３６年一月出版，二月份国立北
平图书馆就收到了发行机构广学会从上海发来的赠书。这本读物向国人介绍了苏格拉底、斯宾诺
莎、弥尔顿、莫扎特等十四位西方名人的生平故事，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化启蒙读物。面向国立图书
馆的捐赠行为，有助于克服教会图书流通面的先天不足，将影响延伸到更加多元的人群，这当然包
括教外的一般女性。
再版率是推算传教士译著接受和影响状况的另一个指征。传教士译著普遍都存在再版现象。高

再版率是教会翻译出版事业的显著特点之一。
前述书目中，《赫德的故事》１９２９年初版，第二年即再版，此后，至少在１９３５年曾再版过；

《四姊妹》至少出过四版；《小英雄》先后再版达五次之多。１９４１年版的 《小英雄》提供了该书详
细的历史版次信息：民国前六年一月，初版，２　０００本；民国十二年九月，再版，１　０００本；民国十
九年四月，三版，１　０００本；民国廿一年八月，四版，１　０００本；民国三十年三月，五版，５００本。
高再版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译著存在比较旺盛的需求，读者众多。
此外，不少译著除了发行单行本，也在教会杂志上连载发表。《蒙养准绳》在１９１５年首发４１

页的单行本，但第二年即扩编了内容，再发９６页的单行本，而在这之前的１９１４年曾被 《女铎》报
多期连载。长篇小说 《秘园》也曾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在 《女铎》连载。借助杂志连载，译作进一
步扩大影响范围。
熊月之在论及西学的影响时谈到：“学者论及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往往就是指在知识分子精

英阶层中的影响，对于其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注意不够。例如，论及２０世纪初西学的影响，论者
每每以严译名著为例，其实，走进千家万户、莘莘学子朝夕诵读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其社会影响不
知要比严译名著高出多少倍”［１３］（Ｐ５）。流通在教会学校的女性启蒙文学译著润物无声般影响了相当一
部分读书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与传教士的其他事业合力构成了中国妇女启蒙和觉醒过程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

（二）启蒙文学译著的基督教精神参照
传教士启蒙文学译介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启蒙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传递现代文明进步思

想的同时，不可能超脱基督教这个大的精神坐标系。亮乐月翻译 《罗慕拉》，虽然出发点是对女性
进行社会责任意识的启蒙，可女性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最终的指向却是上帝： “所望诸位读了以后，
能够仿效这罗麦娜为人，如此，就可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上帝
了”［３］（Ｐ２）。译作包含的基督教道德内容，主要源自原著本身，但译者也进行了部分改写，强化了基
督教道德色彩。对此，前人已有研究［３５］。《小公主》虽意在唤起女性自我意识，但主人公能够通过
个人奋斗苦尽甘来，前提是 “冥冥中有主救他”［２３］（Ｐ１）。这里重点以 《四姊妹》为例来分析这个问
题。这是因为 《四姊妹》非常典型：它蕴含的现代思想极为丰富，然其上也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基督
教氤氲。小说营造的是一个理想的现代基督教家庭，母亲马夫人是具有理性智慧的基督徒，四姊妹
正是在基督教精神和理性思想的双重滋养下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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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主人公一家最高的人生哲学，是他们人生的指路灯，基督教理想贯穿在全文的大小故
事中。例如，圣经中的重要伦理 “爱邻居胜于爱自己”，马家人以各种方式自觉践行。在她们对贫
苦邻居的一贯照料中有这样两件事。一是本该欢庆的圣诞早时晨，马家女儿们却忍着辘辘饥肠，将
早餐让给邻居享用。二是 “小圣人”培德在母亲出远门期间每天去看望和照料邻居家的病孩。病孩
在培德怀抱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年幼的培德自己却因此被传染，重病不起，为后来丧命埋
下了伏笔。小说还宣扬合乎基督教理想的性情和人格。四姊妹为了达到基督徒的标准常常警惕、约
束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努力克制恶性情。当菊儿被愤怒和报复的恶性情所操控、险些置妹妹于死
地、醒悟后因悔恨和懊恼而痛苦得无法自拔时，马夫人教导她，在克己修为的路上，求助于天父是
解脱人生困苦的终极之道。小说中的仁爱、克制、奉献等品性和精神，表面看来，似乎与中国传统
文化并无二致，但前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教徒修行中汲取动力的源泉也来自
于上帝，它本质上是以基督教为内核的异质文化。

《四姊妹》一方面为中国女性奉上不少进步的家庭观念，另一方面，却着力美化基督教的家庭
模式。例如，马夫人虽然教导女儿们应当承担对国家的责任，也赞成女儿独身、追求事业，但作为
道德标杆的马家，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虽然直到小说结尾处在前线做军中牧师的男主人
才现身，但他却是家庭的精神主宰。他的影子不时地出现在故事中。他的每一封家书都鞭策着女儿
们更加努力地完善品行。女主人一向以坚强、完美示人，而她正是依靠了丈夫的帮助才实现了自我
成长；也只有在丈夫的高大完美形象面前，她才被抹上一笔瑕疵。试看小说唯一一处呈现女主人弱
点的叙事：

“那时全仗你的父亲。他永不发脾气，永不抱怨或是疑虑。他总是欢欢喜喜地忍耐工
作。他帮助我，安慰我。他提醒我，使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孩子们的模范；我希望孩子们将
来长成怎样的人格，一定要自己先实行给他们看。”

……
菊儿道：“我看见父亲有时把手指竖在口边，用着慈祥而严正的眼光看住你，你就咬

紧嘴唇走开。可是他那样做时就是在那里提醒你？”
夫人道：“正是。我请他这样帮助我，他永不忘记。就是这小小的举动，仁爱的眼光，

使我得益不浅。”［２５］（Ｐ１２０－１２１）

这个永不发脾气、永不抱怨、永不疑虑、永不忘记、永远完美的圣徒，简直就是天父的化身！
然而作者和译者都不满足于化身，她们将天父本尊请到了前台：

（马夫人：）“我还有一个比你父亲更可靠的朋友，他能安慰我，扶持我。儿呀，你是
才入世途，初尝到人性的困苦试探，那前途的荆棘或者更是稠密难堪；但是你若是能全心
依靠天上的父亲，就不难克胜一切而安然经过那些难关。须知你越爱他，越信托他，就越
觉得和他接近，而把尘世上的荣华富贵，看得非常淡漠。天父的爱永不改变，也决没人能
从你身上夺去。他是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健康的源流。希望你能信我这话，凡遇自己犯了
罪或是有什么不如意事，尽可向天父求救。你对于天父须向对父母一样的坦白真
挚。”［２５］（Ｐ１２２）

在理想的基督教家庭中，即使女性具有现代的智识和行动能力，家庭的主宰仍然是男性。这在
根本上是由最高主宰上帝作为完美父性的存在所决定的。
启蒙和基督教就这样达成了妥协，并存于以 《四姊妹》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中。译著在现代主

义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启迪女性理性思考和生活，基督教始终是译著共同的精神参照。由此折射出了
译者的传教士身份。他们从事着启蒙中国女性的文字工作，却不忘自己来华的根本使命。女性启蒙
文学译介是置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视野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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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女性启蒙文学译介言在文学之中，意在文学之外。传教士译者 “醉翁之意不在酒”，本着 “赢
得了女性，就赢得了中国”的信念和提升女性福祉的社会福音理想，不遗余力地投身到中国女性启
蒙的热潮中。启蒙文学译介，是他们在 “中华归主”的路上煞费苦心的努力，包含着他们矢志不渝
的宗教热忱。尽管基督教是其永恒的精神坐标，但译作传达的现代思想，对于数千年封建教育下的
中国女性来说无疑具有启蒙的价值。如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陶飞亚所指出：“对中国女信
徒来说，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她们反思封建文化弊病的开始”［３６］（Ｐ１２）。女信徒在中国女性总人口
中的比重虽然很微小，但在读书女性中，女信徒的比例却很可观。她们是开女界风气之先的一支重
要力量。无论是从中国基督教史还是中国妇女史书写的角度，抑或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视野
中，传教士在中国妇女现代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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